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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办主导与民间协同的社会救助格局
□ 唐益亮 张亚鑫

敦煌契约文书中的瑕疵担保制度
□ 李昀鞠 李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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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保
障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7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 正式施行，
我国社会救助全面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重
要时期。与以往各朝代不同，宋代不仅
将灾荒救济纳入制度化轨道，构建起系
统完整的救助体系，更形成了官办主
导、民间协同的救助格局。系统梳理宋
代社会救助的特点，总结其中的有益经
验，对于完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具有重
要意义。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健全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战略部
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关键性改革举措。“十
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深 化 纪 检
监察体制改革，加强纪检监察工
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中
国 古 代 监 察 制 度 在 监 督 官 员 履
职、纠劾违法失职、整肃吏治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秦汉唐
宋等朝代的探索与发展，古代监
察制度至明代已趋于成熟，形成
了内容全面、体系严密的监察法
律体系。明代 《宪纲》 制定于洪
武四年 （1371 年），并于正统四年

（1439 年） 刊印颁行，其作为明代
唯一单行的监察法典，是中国古
代监察法制发展之集大成者，不
仅成为当世立政建言、纲纪维系
的法律依据，也对当前我国监察
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系统完备的规范体系。《宪
纲》 主要由“宪纲三十四条”“宪
体十五条”“出巡相见礼仪四条”

“巡历事例三十六条”“刷卷条例六
条”五部分构成，涵盖组织体系、
职能配置、程序规范等具体规则，
构建了一套体系严密、内容全面的
监察法律体系。在组织体系方面，

《宪纲》 于“纠劾百司”条中明确
规定，“凡风宪任纲纪之重，为耳
目之司。内外大小衙门官员但有不
公不法等事，在内从监察御史，在
外从按察司纠举”，即由风宪官专
司纠举内外官员违法行为之责。同
时，《宪纲》“选用风宪”条对风宪
官的选任条件进行了严格要求，风
宪官仅能选任“公明廉重老成历练
之 人 ”， 禁 止 “ 以 新 进 初 仕 及 知
印、承差、吏典出身人员充用”。
在职权配置方面，《宪纲》“直言所
见”条载，“凡国家政令得失、军
民利病，一切兴利除害等事，并听
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各陈所见，直
言无隐”，赋予风宪官的监察职权
覆盖了立法、行政、司法、经济、
军事、审计、教育、礼仪等诸多领
域，形成了全面而严密的监察体系。在程序规范方
面，《宪纲》 对风宪官的履职程序作出详尽规定。以
风宪官出巡为例，《宪纲》 对出巡官员的选任、出巡
的期限、出巡的随从、出巡的纠劾事项等均有详细规
范。此外，《宪纲》“分巡回避”条进一步确立了风宪
官的履职回避制度，要求“凡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并
先曾历仕寓居处所，并须回避”，体现出中国古代监
察法律所蕴含的程序理性。

权责统一的制约机制。《宪纲》 中蕴含的权力制
约思想和治国理政智慧，是中国传统监察法律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宪纲》“点差御史”条之规
定，明代风宪官的任命实行“点差”制度，即任命风
宪官须经“请旨点差”程序，且风宪官出巡回京后须

“径赴御前覆奏”。“点差”制度使得明代监察机构完
全独立于行政系统，直接对皇帝负责，从而强化了监
察权威。《宪纲》 在赋予风宪官独立监察权的同时，
亦设有专门的权力制约机制，以防止监察权滥用。

《宪纲》“互相纠劾”条载“凡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
及首领官，各道监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及旷
职 废 事 、 贪 淫 暴 横 凌 虐 ， 皆 当 纠 劾 ， 毋 得 徇 私 容
蔽”，要求风宪官之间不论官职大小皆应互相纠劾，
若发现存在违法怠职等行为，不可互相包庇。此外，

《宪纲》“巡按失职”条还规定了风宪官失职渎职、贪
赃枉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若奸贪废事、蠹政害
民者，即便拿问……若知善不举，见恶不拿，杖一
百，发烟瘴地面安置。有赃者，从重论。”

具体可行的配套机制。明代 《宪纲》 中设置的配
套机制主要包括确保监察权有效运行的履职保障机制
以及促进监察权正确行使的人权保障机制，两项机制
形成合力，切实保障了明代监察权的权威性与公正
性。在履职保障方面，《宪纲》“约会问事”条明确规
定了主管官员有配合风宪官履职的义务，“凡有军民
相干词讼等事，移文到日，其应该会问官员随即前
去。若无故不即会问及偏徇占恡者，从监察御史、按
察司官按问”。同时，《宪纲》“沮坏风宪”条规定了
普通官员阻碍风宪官履职的法律后果，“行事之际，
一应诸衙门官员人等，不许挟私沮坏。违者，杖八
十”。此外，《宪纲》“公用物件”条载，“监察御史、
按察分司巡历去处，合用纸、笔、朱、墨、灯、油、
柴、炭，行移所在有司，并支给官钞收买应用”，该
规定使风宪官的出巡履职经费与地方财政相互独立。
在人权保障方面，《宪纲》 设置了与当代诉讼法中上
诉、申诉制度相类似的救济程序。《宪纲》“官吏诉
罪”条规定了被纠劾官员的申诉权，“凡风宪官问定
官员赃罪，如有冤屈，许本犯从实申诉”。《宪纲》

“声诉冤枉”条规定了上级监察机关受理冤枉者上诉
的制度，“凡按察司官断理不公不法等事，果有冤枉
者，许赴巡按监察御史处声冤。监察御史枉问，许赴
通政司递状，送都察院伸理。都察院不与理断或枉问
者，许击登闻鼓陈诉”。

明代 《宪纲》 作为中国古代颇具代表性的监察法
典，凝聚了我国古代先民的立法智慧，对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第一，其系统
完备的规范体系与我国推进纪检监察法律法规系统性
建设的改革路径具有内在相通性；第二，其所强调的
权责统一的制约机制，为我国当前监察权配置、行
使、制约、监督法治化的改革方向提供了重要制度启
示；第三，其所设置的具体可行的配套机制，为强化
被调查人基本权利保障提供了宝贵历史参考。以明代

《宪纲》 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监察法律在制度设计中所
呈现的系统性、规范性与程序理性，体现了中国古代
独特的立法智慧与制度文明特征。积极汲取古代监察
立法的有益经验，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应有之义。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
地重点项目“刑民交叉案件‘同一事实’认定研究”
（25SKJD04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官方救助制度化

宋代初期，依旧沿袭传统荒政的救济模
式。然而，随着商业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
规模持续扩张，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各
类民生与社会治理问题也随之凸显。为应对
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挑战，官方开始适时调
整治理政策，着力构建系统化的社会救助体
制，不断强化官府主导的救助职能，推动社
会救助由临时举措向常态化、制度化方向迈
进。同时，朝廷陆续设立职能各异的官方救
助机构，福田院、居养院等是其中的代表。

财政保障的制度化。与唐代以佛教为
主导的悲田养病坊不同，宋代福田院由官
方创办并直接管理，同时将社会救助纳入
官方财政保障体系，所需经费从朝廷左藏
库中专项划拨。这种财政保障的制度化，
意 味 着 社 会 救 助 不 再 依 赖 皇 帝 个 人 的 仁
慈，而成为官府的基本职能。据 《宋会要
辑稿》 记载，官府还指派本县的办事吏员
手分对经费进行管理，任期一年，负责官
方救助机构的会计事务。

管理程序的规范化。宋代通过发布诏令
的方式对救助机构的运行和管理程序予以明
确规定。据 《宋会要辑稿》 记载，福田院以
收养年老、患病的乞丐为主，并设置各地推
官、判官以及院内的官吏负责核验身份。院
内开支从左藏库中的福田院专项资金拨付，
救助标准由官方统一制定，保障收容人员的

基本生存。居养院以收养鳏夫、寡妇、孤
儿、独居老人为主，日常事务由品行端正的
僧人负责，账目、财物的登记由院内厢典负
责。因厢典难以胜任钱粮出纳事务，官府又
分别增设军典和手分，专门处理文书与账
务。此外，还规定了军典的工资标准、经费
来源，以及违纪惩处规则。

救济类型的系统化。传统荒政多局限于
灾荒发生后对灾民开展临时性应急救助，救
助形式单一、覆盖范围有限。宋代建立起完
备的官方制度化救助体系，形成兼具预防
性、应急性、补偿性的多层次、系统化救助
格局。其中预防性救助也称日常性救助，常
态化帮扶社会各类贫苦弱势群体，保障其基
本生活所需；补偿性救助则面向贫困士人、
宗室、老者、寡妇等特殊群体，实施专项优
待与抚恤，精准兜底特定人群生活保障；应
急性救助则针对灾荒、洪水等突发情形，给
予受灾群众临时救助，帮助其度过特殊时
期，并逐渐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三者互为补
充，构建起分工明确、类型完备的官方社会
救助系统。

民间救助组织化

在多重社会因素交织作用下，宋代民间
救助事业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发展态势。唐宋
变革时期，社会结构迎来深刻转型，土地私
有化趋势不断加深，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催
生并壮大了富民阶层。这批富裕的工商业者
与田产地主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为民间
救助事业的开展筑牢了坚实的经济根基。同
时，宋代朝廷常年背负庞大的边防军备支
出，内政各项开支也日益繁杂，财政压力持
续攀升。单纯依靠官方主导的救助体系，已
无力全面覆盖城乡日益增多的贫困弱势群
体，这也在客观上为民间慈善力量的兴起与
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其中，由范仲淹创立
的范氏义庄，便是宋代民间救助力量中极具
代表性的典范。

范仲淹出身贫寒，早年的困苦经历让他
对 养 老 扶 幼 有 着 深 切 的 体 会 。 皇 祐 二 年

（1050 年），他在苏州首创范氏义庄，并亲
自订立义庄规矩，明确规定救助对象、标
准、程序，形成了一整套自治规则。按照规

约，义庄按月根据人口数量发放米粮，每人
一升，五岁以上纳入领米数量；每年入冬，
每人还可领到一匹布料做冬衣，十岁以下、
五岁以上儿童可领半匹。遇到婚丧嫁娶或天
灾人祸，义庄还会支出钱财予以补贴。为了
管理规范，义庄规约还规定由掌管人设置
账簿对米粮进行管理，并如实记录各房领
取情况，各房都有一张“请米历子”，每月
末以此为凭证到掌管人处审批领取米粮，
不得提前预支。如此，族中贫困之人的基
本生活便有了保障。义庄的救助对象虽以
同姓宗族为主，但也不忘乡邻与远亲。正
如范仲淹在所定规矩中所写：“乡里外姻亲
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
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
量行济助。”范氏义庄的创立，不仅让族内
贫弱者得以安身，也为官吏和士大夫树立
了 榜 样 。 南 宋 时 期 ， 义 庄 制 度 进 一 步 发
展，尤以江浙、福建一带最为兴盛。根据
陆游 《孙君墓表》，浙江余姚的孙椿年晚年
便仿效范仲淹购置义田赡养族人，使“长
幼亲疏，咸有伦序，岁以为常”。

朱熹创立的社仓则是宋代官民协同开展
社 会 救 助 的 典 型 范 例 。 乾 道 四 年 （1168
年），建宁府遭遇严重旱灾，饥荒蔓延，朱
熹联合乡里耆老刘如愚积极开展救荒赈灾
工作。乾道七年 （1171 年），朱熹借鉴古代
仓储制度，倡议设立社仓，其举措得到官
府认可，并获官方经费扶持，“命以钱六万
助其役”。在具体运作上，社仓于夏天时，
将米借给民户帮扶乡里贫民度过粮荒，秋
冬时节民户再进行归还。每石米借出时，
收取二斗息米作为利息，遇到小灾年，利
息减半；遇到大灾年，则免除利息。待仓
储息粮积累至充足规模后，便取消利息，
仅收取少量耗米以维持日常运营。在设立
和管理方式上，地方是否实行社仓制度，
由百姓自愿选择，愿意照此施行的，由官
府拨给本钱，富裕人家也可自愿捐米充当
本钱。社仓的日常运营、事务管理交由地
方士绅、村民自主负责，官府仅负责备案
和监督。这种运行模式，让社仓不再长期
依赖官方财政拨付，形成了自我运转、长
效可持续的民间救助体系，成为宋代官民
共治、互助济民的生动实践。

官办主导与民间协同的运行逻辑

宋代社会救助的效果之所以能够达到传
统社会的顶峰，根本原因在于官方与民间两
种力量实现了有机配合。这一官民协同的深
层逻辑在于：官方在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
为民间救助力量留下了充分制度空间，并设
计出与之对接的制度通道；民间救助力量则
在国家引导与制度框架内，发挥灵活性和基
层渗透力优势。

官方通过设立福田院、居养院等专门救
助机构，建立规范标准，大幅扩大救助范
围。民间通过宗族主导的义庄走出血缘互助
边界，出现了向地缘化发展的趋势，众多地
方乡绅自行创办面向乡村地区的社仓，对村
民实施救济。两者通过劝分政策、委托管理
等方式，实现了官方与民间在救助目标上的
统一和在执行方式上的互补。正是这种将国
家权威与民间活力整合于一体的制度结构，
使宋代社会救助事业在中国古代社会救助史
上达到了空前高度。这种官民相互补充、彼
此衔接的社会救助格局，对现代社会救助法
中明确政府与社会力量在救助体系中的角色
配置、构建政府保障与社会参与的良性互动
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此外，宋代官办主导、民间协同的救助
格局还体现了其在城乡空间上的分级施策。
在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救助中，官方为主要
的救助主体，聚焦日常性贫困救济和生活保
障，救助内容从简单的饥寒救济扩大到养
老、育幼、恤残、助医等领域。县城作为连
接城乡的区域，救助模式为官办主导、官民
结合。而乡村的救助主体以民间力量为主，
依靠社仓、义庄等自行筹备资金和粮食进行
备荒救济，并由乡绅、族长等非官方人员自
主管理。乡村救济机构弥补了国家救济行政
的空缺，对确保乡村社会的稳定性作出了贡
献。宋代这种城乡分级、分类施策的制度安
排，能够在统一治理框架下，精准区分城乡
救助需求差异，因地制宜设置救助模式、优
化资源配置，实现救助服务的精准供给与公
平覆盖。这为当代完善城乡分层救助体系、
推行精准化民生保障，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

担保制度在中国古代买卖契约中具有
悠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其
中，瑕疵担保制度立足民间商事实践，兼
顾交易公平与交易效率、私力自治与公权
规制相辅相成，折射出古代法制的高超水
平。敦煌契约文书作为中古时期河西走廊
商事活动的真实原始记录，留存了大量买
卖、典押、租赁类契约文书，是研究古代
瑕疵担保制度落地运行、地域商事交易惯
例的核心实物史料，其中清晰体现了瑕疵
担保制度的具体规则、适用场景等，为完
善我国现代买卖合同瑕疵担保规则、规范
商事交易提供了传统法理借鉴。

敦煌契约文书中瑕疵担保制度的
内容与实践

瑕疵担保制度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对
交 易 安 全 的 重 视 和 对 买 卖 双 方 权 益 的 保
护。这一制度不仅包括对标的物权利负担
的担保，还包括对标的物质量的担保，确
保买卖的标的物不会被他人追索或者存在
隐性瑕疵，从而保障交易顺利进行和双方
的利益。

瑕疵担保制度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并
逐步完善为一项重要的担保制度。汉代买
卖契约中开始出现瑕疵担保条款，例如，
居延汉简 《汉乐奴卖田契》 记载，若买卖
的田地数量出现不足，卖主要依照不足的
田亩数承担返还多收价款的责任。唐代契
约中有关瑕疵担保责任的内容更加丰富，
据 《唐咸亨四年 （673） 康国康乌破延卖驼
契》 记载，若出卖的骆驼被人指认是偷来
的或在三日内出现不食水草的情况，后果
一概由出卖人与保人承担。及至宋代，契
约中的瑕疵担保条款有了新发展，国家法
律开始强制规定在契约中写入担保、保人
的内容，买方在标的物瑕疵方面获得国家
强制性法律救济。

敦煌契约文书 《寅年 （288？） 令狐宠宠
卖牛契》 体现了瑕疵担保制度的运行逻辑，
是实践中的典型，其具体内容如下：

紫犍牛壹头陆岁，并无印记。寅年正月
廿日令狐宠宠为无年粮种子，今将前件牛出
买 （卖） 与同部落武光辉。断作麦汉斗壹拾
玖硕。其牛及麦，当日交相付了，并无悬
欠。如后牛若有人识认，称是寒盗，一仰主
保知当，不忓卖 （买） 人之事。如立契后在

（三） 日内牛有宿疹，不食水草，一任却还
本主。三日已外，以契为定，不许休悔。如

先悔者，罚麦伍硕，入不悔人。恐人无信，
故立私契。两共平章，书指为记。其壹拾玖
硕麦内粟三硕，和 （下缺）

牛主令狐宠宠年廿九，兄和和年卅四，
保人宗广年五十二，保人赵日年卌、保人令
狐小郎年卅九。

该契约对双方在交易履行过程中的责任
与义务、风险转移的时间节点以及由于标的
物瑕疵导致违约的责任承担方式等进行了明
确约定。其中，“如后牛若有人识认，称是
寒盗，一仰主保知当，不忓卖 （买） 人之
事”即为权利瑕疵担保条款。实践中，买卖
双方在买卖牛畜、土地等时，通过契约约定
卖主担保其标的物无“寒盗”，从而保证标
的物不为第三人追索或主张权利。此外，

《未年 （803） 尼明相卖牛契》 中的“如后有
人 称 是 寒 道 （盗） 识 认 者 ， 一 仰 本 主 卖

（买） 上好牛充替”，《未年 （827？） 上部落
百姓安环清卖地契》 中的“如后有人忓恡识
认，一仰安环清割上地佃种与国子”，均体
现出敦煌契约文书中权利瑕疵担保在责任承
担方式上的具体差异。

而“如立契后在 （三） 日内牛有宿疹，
不食水草，一任却还本主。三日已外，以契
为定，不许休悔”则为标的物瑕疵担保条
款。虽然标的物瑕疵担保的表述在不同契约
和不同朝代有所不同，但担保期限所体现的
意义和价值是相同的。如 《唐律疏议·杂
律》 中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立
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再如 《北
宋淳化二年 （991） 韩愿定卖妮子契》 中明
确约定“其人在患，比至十日已后，不用休
悔者”，均为标的物瑕疵担保条款中关于担
保期限的设置。宋代还延长了风险转移时
间，同时对担保人连带责任作出约定。

敦煌契约文书中的瑕疵担保制度对标的
物在担保期限内出现瑕疵以及在担保期限内
所有权的归属作出规范，即所有权并未在买
卖达成的同时完全转移，担保期限内所有权
处于“过渡期”。这有助于帮助买主预防标的
物隐性瑕疵风险，彰显了极高的契约智慧。

兰州大学教授李功国认为，敦煌契约
文书中的瑕疵担保期间可视为“所有权转
移的延迟期间”。在此期间内，所有权并未
完全转移，而处于“过渡”状态，若担保
期限到后未出现瑕疵，则所有权转移；
若在担保期限内出现隐性瑕疵，则
所 有 权 未 转 移 ， 仍 归 卖 主 所
有 。 这 种 期 限 从 目 的 来 看 ，
是由出卖人对所出卖标的

物予以担保，保证买受人对标的物的使用
不受“旧疾”的影响。从所有权转移的时
间节点来看，由于需要在担保期限内判断
标的物是否会出现瑕疵，因此在担保期限
内标的物虽然交付给了买受人，但所有权
并 未 发 生 转 移 。 若 担 保 期 限 内 未 出 现 瑕
疵，则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若有瑕疵，
则所有权不发生转移。这既保护了买受人
的权益，同时也明确了出卖人出卖标的物
之后的风险分割节点。换言之，即使标的
物出现瑕疵，但若已超过担保期限，那么
责任由买受人承担。这种制度对于风险和
所有权的转移是同步的，与现代法律中的
所有权转移与风险承担具有相似性。

敦煌契约文书中瑕疵担保制度的
现实鉴示

权属流转同步，锚定交易风险分配逻
辑。敦煌契约文书中普遍存在着所有权延迟
转移现象，这种形式能最大限度保障买卖公
平，体现了所有权与风险转移的一致性原
则，即在所有权完全转移之前，卖方仍然承
担着标的物的部分风险，直到担保期限届满
且未出现约定的风险情形，卖方才完全转
移所有权，并将所有风险转移给买方。
这种契约精神，强调了交易过程中各
方权利义务的平衡，是维护交易安
全的重要保障。

因地因物设限，构建弹性担
保期限机制。敦煌契约文书中
的担保期限设定并非随意制
定 ， 而 是 根 据 标 的 物 特
性 、 交 易 双 方 实 力 以 及
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综
合考量。对于价值较高
或者瑕疵不易被发现
的 标 的 物 ， 担 保 期
限 可 以 适 当 延 长 ，
以 确 保 买 方 能 够
获 得 充 分 保
障；而对于
价 值 较
低 或

者瑕疵容易被发现的标的物，担保期限则相
应缩短。这种灵活的设定方式，体现了古人
的风险控制智慧，也为当代担保制度中不同
类型标的物的差异化规则适用、精准细化制
度标准提供了重要传统参考。

敦煌契约文书中的瑕疵担保制度积淀着
深厚传统法理底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完善我国现代民事担
保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一方面，可汲取其
平等守信的交易理念，丰富现代担保法治文
化内核，健全多元化交易担保模式。另一方
面，可吸纳传统权责平衡、情理相融的治理
思维，优化民商事交易责任承担模式，兼顾
市场交易效率与社会交易秩序，推动传统契
约法理与现行民法典规则深度融合，助力现
代担保制度实现长效化、科学化、本土化可
持续发展。

（作者系甘肃民族法制文化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兰州铁路运输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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